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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荣青阳腔存活的历史环境  
  “安徽池州的戏怎么会到山西去的呢？”这个问题恐怕难以得到具体的答
案。但是，从山西与安徽特殊的经济联系中，可以揭示产于徽池的青阳腔“落
户”到山西的历史必然性。  
  成文于明万历年间的谢肇淛《五杂组》卷四中指出：“富室之称雄者，江
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明人以太行山之左右，称山西为山右；以流经
徽州的新安（江）而代指皖、浙广大地区。而称雄于大江南北的“徽帮”和
“晋帮”两大商人集团，则是明代居于经济支配地位的豪商巨贾的代表。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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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时位居首辅的严嵩与来客议天下富豪，凡资产五十万两以上者计十七家，其
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见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五杂
组》又说：“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
右俭也。”它说明山西商人在盐、丝、粮食等商业领域中积蓄的财力和输纳的
能量，都超出于新安商人之上，也标示山西商人以其“俭约”精神，从北方边
塞经济向内地开拓进取的总趋势。  
  有明一代，蒙古军队对中原内地构成的威胁，使明朝从洪武时代开始，就
对北部边塞营建沿长城一线的边防体制，同时也就造成了与财政、经济相关的
巨大的军事消费地区。日人藤井宏著《新安商人之研究》第二章中有如下一段
叙述：  
  明代在华北诸省的北部、长城沿线一带，横贯着一条作为巨大消费地的军
政地带，从全国各地以租税的形式收取上来的白银都挥霍在这里了。与此相应
的华中、华南的物资也以这一带为目标被源源不断地运来了。  
  山西商人拥“天时地利”之优势，承担对蒙古军事行动的兵站供应任务，
从充当粮食交易经纪人开始，继而掌握了盐、绢、棉花等主要商品贸易。弘治
五年，改“开中盐法”（就是让商人把米粮输送到边仓后，准许其贩盐以为报
偿），促使大批商人向两淮两浙地方流动。明胡世宁写于弘治间的《备边十策
疏》中云：“古迁豪右，填实塞下。今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
空虚也。”从成化末年到弘治年间，山西商人大规模南迁，并入籍南方各商业
重地，成为“内商”。如扬州“聚四方之民，新都最，关以西，山右次之”
（明万历三十二年《扬州府志·序》）。山西商人的人数仅次于新安商人。成
书于嘉靖三十三年的郑晓《擒剿倭寇疏》载：“（扬州）又有巡盐御史莫如
土，选取山西、陕西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五百人，名为商兵。”能够从山、陕
商人子弟中筹组军队对付倭寇的进攻，即可见山、陕商人为数之多，又可见他
们参与南方诸镇的政治、军事活动所具备的雄厚的经济基础。  
  从上述史料所描述的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在巨大规模的经济联系中，必然
会产生频繁的文化交流。在这种大背景下考察，安徽池州的戏经“商路”流入
山西，就有其必然性了。如《剔目记》这个剧本，经过几个世纪，早已绝迹，
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突然从山西万荣孙凤科先生家的字篓里发掘出来，看似
“偶然”，而“必然”却在其中。这个戏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在南方还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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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范濂《云间剧目钞》卷二云：  
  倭乱后，每年乡镇二三月间迎神赛会。地方恶少喜事之人，先期聚众，搬
演杂剧故事，如《曹大本收租》、《小秦王跳涧》之类，皆野史所载，俚鄙可
笑者。  
  这个《曹大本收租》与万荣青阳腔《陈可中剔目记》故事同源，《剔目
记》中就含有“曹大本收租”中囚禁包公的一出戏；两者是否为“同目异本”
的戏剧，虽不可臆断，但是为同类题材的剧目，则是确定无疑的。联系前引山
西商人子弟组成商兵抗倭，“倭乱后”参与当时青阳腔流行的乡镇迎神赛社活
动，过后再将这些剧目引进故乡山西境内，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何
必非经尚未出世的山东柳子戏“转手倒运”不可呢？当然，我们今天无论如何
也查不出何时何地何人将《剔目记》这个剧本引进山西的具体证据，但可以确
认，在那个时代只有山西商人才具备这种“倒爷”的资格。  
  中国各声腔剧种的流布，一般是在相近的地域文化圈按“水漫式”的走向
传播开来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商路”、“军路”的渠道，取“抛
物式”的传导方式，跨地域直接引进，已屡见不鲜。万荣青阳腔无疑是属于后
者，这是与明代前期山西商人的特性分不开的。《学海类编·晋录》对山西商
人的经营形态有一段很概括的记载：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
人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
无私藏。……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
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
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这种委托资本或共同资本型的经济形态，这种古典式的合股方式，造就了
一代又一代的豪商巨贾。他们的群体意识和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都未脱
离封建制度的框架。许多富商世家，本就是官僚、地主、士大夫；许多出身于
商贾者，也多愿跻身于官场、学界，以求归属于封建社会的上层序列。例如：
张四维，平阳府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历任翰林学士和吏部右侍郎；万
历二年，由宰辅张居正推荐，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张居正病
卒，他代其当国理政，居群臣之首。像这样一个大官僚，就出身在盐商家庭，
他的父亲张允令经商积累的资产达数十万两至百万两（见《国朝献征录》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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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王世贞《张公居正传》）；他的叔父和弟弟也都经营盐业而致巨富。张四维
一家对张居正感恩戴德，于他死后，修庙塑像，因袭民间祀神方式，歌舞戏伎
奠于堂前。由此可见，山西商人家族或集团的封建社会关系，决定他们的文化
观念仍然是传统的、世俗的延伸。  
  上例属官、商一体化的类型，而商人与地主一体化则更加普遍，许多商人
也同是地主。因为当时的商人或商业资本回收的主要对象，基本上是以农民的
存在为前提的；为了稳定农业生产秩序，在民间里社中遍立神庙“为一乡祈报
之所，春祈百谷之生，秋报百谷之成，人民富庶，享祀丰洁，八腊通而岁时
顺”（阳城县明成化十七年《重修下交神祠记》）；每当“乡村三月春祈，八
月秋报间，有令娼妓、梨园扮乐赛祭者”（顺治《浑源县志》）。这种迎神赛
社活动，既体现了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统治思想，又顺应了广大农村社会“禳
灾祈福”、谐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而产生的心理要求。从这一角度体察，山西
商人为民间民俗文化的构建，为此目的而沟通中国南北戏曲艺术的交流，都起
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上述的历史环境下，万荣青阳腔之所以被引进山西境内，其存在价值也
主要是用以祀神。范村附近三村之间，古时有庙，据传春秋时柳下趾到此杀庙
祝，故俗称此庙为“割头寺”。按当地习俗，每年正月二十三日上庙赛祭。每
当祭日，鼓吹导前，标旗引路，扮杂戏者穿袍着靴，挎弓提刀，或有翻穿皮袄
作围猎状；此时号角长鸣，炮声震空，阖乡男女，拥塞街巷，由此组成的赛祭
队伍，浩浩荡荡，逶迤数里。青阳腔则应“和悦神人”的需要，与当地古老的
锣鼓杂戏和后起的蒲州梆子分别担任一年一度祀神的演出任务。在这种特定的
文化氛围中，万荣青阳腔远离自己的“家族”和适宜它生长的南国土壤，被拘
禁在北方的几个村落中，从不外传，只由村内子弟一代代搬演下去，成为方寸
之地的庙坛祭品而失去一切发展的机会。它既没有古老的锣鼓杂戏所具有的广
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又没有后起的梆子戏拥有众多班社和伶人为之“开疆拓
土”的能力。也许，当初把它引进山西之时，曾经以它“最娱庸俗耳”的艺术
魅力，有过“一枝独秀”的荣耀，但终因长期处在封闭的境况中，吸收不到新
的艺术营养而凋零枯萎。  
  今天考察万荣青阳腔的历史，它与湖北清戏或山东柳子戏无甚瓜葛。例
如，山东柳子戏中所含“青阳腔”，是与俗曲曲牌搭配混用，不分调名，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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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乱青阳”，属清代各地方戏曲交互融合的后期现象；而万荣青阳腔自从进
入山西，就陷落在超稳定的经久不变的民俗文化圈内，其唱腔结构纯系明代青
阳腔固有的曲牌组合，如【驻云飞】、【月儿高】、【不是路】、【甘州
歌】、【红绣鞋】、【红衲袄】、【金钱花】、【一江风】、【画眉序】、
【点绛唇】、【下山虎】、【忆多娇】、【风入松】、【锁南枝】、【江头金
桂】、【混江龙】、【醉玉楼】、【尾声】等等。有的抄本中虽未标明曲牌，
也都在唱段前标出“唱青阳腔”作为提示。传抄中的脱漏现象在民间流行的戏
曲剧目中在所难免；万荣青阳腔四个古抄本，简脱讹误之处比比皆是，也正是
它“古态”表现之一。  
  《荀子·正名》云：“名定而实辨。”综合本文所述，应该认定：万荣青
阳腔是由明代山西商人“贩回”的位于“高腔腔系”之前的青阳腔。按声腔剧
种标准要求，它早已名存实亡，但作为研究对象，廓清其历史面目，对于梳理
中国戏曲史发展脉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